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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劉邵《人物志》係總結漢末以來人物品評的論述，為曹魏政權的用人原則建立

一套理論體系。本文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前言，說明《人《部分探討《人物志》

的立論，前述人才理論的進展歷程，後則評述劉邵的論點；第四部分結語。《人物志》

從人的材質切入，建立了一套配合統治階層所需的用人準則，如牟宗三先生所述，

其人才理論尚未達到宋儒所謂的成德之學，偏向英雄論述，這是受到時代環境及學

術發展影響的局限；然其品鑑才性則兼顧美趣與智悟，《人物志》除了具備政治功能

外，在魏晉玄學或美學的發展史上亦扮演著承先啟後的角色，自有其歷史定位。 
 
（關鍵字：劉邵、人物志、人物品評、成德之學、英雄） 
 
 
 
 
 
 
 
 
 
 
 
 
 
 
 
 

 

 



壹、前言 

漢代取士採取「察舉」和「徵辟」。所謂「察舉」是根據中央政府對人才的需求，由地方

通過對人物的考察評議，自下而上推薦人才。所謂「徵辟」是由中央政府或各級官府自上而

下地發現和委任人才。兩者的程序雖然不同，但人才的任用都要依人物的德行和才能作為考

核的依據，這就使得對人物的品評成為時代文化風尚。到了東漢末年，由於外戚與宦官專政，

「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而士子羞與為伍，故

匹夫抗憤，處土橫議」
1
。於是在地方的察舉中，「清議」運動迅速發展起來。清議是公正的

評論或輿論，它是讀書人的一種自覺活動，以人物品題為武器，用廣泛交會的方式，向外戚、

宦官專政展開猛烈的輿論戰，成為當時重大的政治活動。 

在清議的壓力下，當時政府對官吏的任用常常不得不徵詢在士林中具有威望的名士的意

見，聽取他們的評論，甚至還「隨所臧否，以為與奪」
2
。在這種情況下，人物品鑒遂極重要。

有名者入青雲，無聞者委溝渠。朝廷以名為治，士風亦競以名行相高。聲名出於鄉里臧否，

故民間清議乃隱操士人進退之權。於是月旦人物，流為俗尚；講目成名，具有定格，已成為

社會中不成文之法度
3
，郭泰、許靖、許劭等名士即為當時評鑒人物的泰斗。 

但是清議這種活動特重交遊，「同類翕集而蟻附，計士頻踧而脇從」
4
，專制政治容不得

這種民主氣息，黨錮之禍就產生了；加之清議歷時既久，流弊自然叢生。《抱朴子．名實篇》
5
說： 

漢未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

者為賢，塞者為愚。 

在上下均失準之下，漢末魏初的「形名之學」就應運而生了。 

針對漢末官場名實不符的亂象，許多政論家提出了循名責實的見解，如崔寔、仲長統、王

符、徐幹、劉廙等人，均有作品傳世，如徐幹《中論‧考偽篇》
6
： 

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

夫為名者使真偽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問者曰：「仲尼惡沒世

而名不稱，又疾偽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

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 

《群書治要》載《劉廙別傳‧正名篇》
7
：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

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

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 

這此見解係融合了儒、名、法家的思想，企圖扭轉歪風，成為當時學術界所重視的一個議題。 

曹魏大抵統一了北方之後，為了鞏固其政權，其政策理論亦傾向名、法。傅玄說：「魏武

好法術而天下重刑名」，《文心雕龍．論說篇》稱「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即指出了曹魏統治

                                                
1 見范曄《後漢書．黨錮列傳》（藝文印書館）頁 782 
2 見《後漢書．黨錮列傳》（藝文印書館）頁 799 
3 見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及其他》頁 10 
4 同註 3，湯用彤引崔寔語。 
5 見《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子部第 31 冊頁 380 
6 見《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子部第 2 冊頁 599－601 
77 見《叢書集成新編》八頁 209 



政策的精神。曹氏父子為了抑制大族勢力的擴張，一方面破除朋黨交遊，蔑視清議，但一下

子要掃除豪族士族亦十分冒險，因此一方面保留鄉閭評定的殘骸，與豪門合作而建立了九品

中正制度
8
，將私人的月旦評變為官方的品第，一來消除了豪族名士與政府的對立，政府又可

控制輿論。 

新的選舉制度建立，新的選才標準當然要建立，並且要有一套監督的辦法。劉邵是當時著

名的名學家，便被賦予這個使命，其所著的《人物志》正是研究人物觀察之術的代表作，它

總結了漢末以來品評人物的經驗和理論，其中亦積極推展曹氏政權的用人原則。劉邵也奉命

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以考覈百官。該法雖然未能實行
9
，然由此可以窺見曹氏政權用

人政策的一端。 

劉邵的生平事略見於《三國志．魏書》，字孔才，廣平邯鄲(今河北邯鄲)人。建安時為計吏，

魏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正始年間，賜爵為關內侯。論禮議兵均有所長，辭章典雅

華麗，其著作有「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而編的《皇覽》；「與議郎等定科令」而作的

《新律》及《律略論》；謹諫魏明帝「外興軍旅，內營宮室」而作的〈趙都賦〉、〈許都賦〉、〈洛

都賦〉；受詔整飭吏風所作的《都官考課》及《說略》；期制作禮樂以移風易俗的《樂論》以

及《法論》、《人物志》等作品。 

貳、《人物志》內容述要 

《人物志》共分三卷十二篇，南北朝時西涼劉昞曾為之作註。宋朝時阮逸極稱此書，為之

作序並刊印以廣流傳，爾後明清兩代續有刊本，收入《漢魏叢書》及《四庫全書》
10
。其內容

依《四庫全書提要》所載，係「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

疑似。」十二篇的篇名是：九徵、體別、流業、材理、材能、利害、接識、英雄、八觀、七

繆、效難、釋爭。各篇的要旨如下： 

一、九徵 

所謂九徵是指神、精、筋、骨、氣、色、儀、容、言等各方面的外在表現，據以判斷其 

人情性的平陂、明暗、勇怯、強弱、躁靜、慘懌、衰正、態度、緩急等。〈九徵〉篇一開始即

提出了人物情性形成的理論架構，作為其論述的張本：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

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 

才性之理藉由氣(元一)→性(陰陽)→形(五行)的立論架構來探索，這是兩漢以來的主流思想；

然《人物志》以品鑑既成的具體才性為主，故不從其形上的依據去詳討，只以「莫不含元一

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三語帶過，而歸結於「形質」。針對此點，牟宗三

先生曾作深入剖析： 

「含元一以為質」，即以「元一」為一「普遍的質素底子」。此「元一」非後來朱子所謂

「太極」。蓋朱子言太極是理、而此「元一」則當是氣、是質。有類於易緯乾鑿度所謂太

初、太素者。氣化流行，宋儒通過中庸與易傳，就所以氣化流行處，於氣、質以外，復

提煉出一個創造性原理，此即道或理，亦曰太極。故太極是理。而「人物志」所說之「元

                                                
8 見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頁 96 
9 見陳壽《三國志．魏書．劉劭列傳》（鼎文書局）頁 619－620 
10 本論文《人物志》之引文，依據台灣中華書局之《四部備要》本。 



一」，則未經此提煉，故此「元一」是氣是質，而非是理。此是以漢儒的「氣化宇宙論」

為底子。(此氣化宇宙論到王弼出來，始扭轉而為「無」之本體論。) 

「稟陰陽以立性」，劉昞注云：「性資於陰陽，故剛柔之意別矣」。徒只是「元一」(普

遍的質素底子)，尚不足以言個體之才性。故才性之立，必有資於陰陽，以見其為剛或柔，

為文或質，為拘或抗。則可以言特殊之情態。 

「體五行而著形」，五行是金木水火土。憑藉五行，則陰陽剛柔之情性更能彰顯而形

著，而益見其為多姿而多采，而益趨具體化。連貫質(元一)、性(陰陽)、形(五行)而一之，

而人之情性乃可得而明。質、性、形，皆屬材質。故元一、陰陽、五行亦皆屬於氣或質。
11
 

在質的成分中，劉邵提出了一個最優質的「中和之質」，這是聖人的資質，中叡外明，既

不偏於外照，亦不偏於內映，諧和渾融。這個理念是沿承〈中庸〉，但是劉邵卻以道家思想去

作解釋。《人物志》說： 

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九徵〉）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鹹而不鹻，淡而不酉貴 ，質而不縵，文而不繢，能威能懷，能辯

能訥，變化無方，以達為節。（〈體別〉） 

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也。  

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好，則一材處權，而眾材失任矣。（〈流業〉） 

聖德中庸，平淡無名，不偏不倚，無適無莫，故能與萬物相應，明照一切，不與一材同

好，故眾材不失任(無名)。平淡而總達眾材，故不事自任(無為)。曹魏時和洽謂魏武帝曰：「立

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
12
和劉邵的見解是一致的。 

除了聖人之外，一般人的質都是有所偏差的。不同的質均有其內涵，〈九徵〉篇立論則以

「五質五德」為代表，五質五德之內著而形為儀態、容止、聲音、貌色。五質五德是其內在，

儀容聲色是其外在，都是情性的表露，因此依外在的表現可以窺察其內在的質性： 

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平陂之質在於

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慘懌之情

在於色，衰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動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九徵〉） 

以外窺內，當然不只限於這九項，人的質性當然亦不止這九項，《人物志》中之五、九數

字蓋沿漢代的陰陽五行思想，不必拘泥於其所指之數。九徵的原則確立了，則人性的層級就

可區分，具中和之質的人，「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最

後，《人物志》將人的性格分為五等： 

兼德而至：中庸→聖人。 

具體而微：德性→大雅 

一至 ：偏材→小雅 

一徵 ：依似→亂德 

一至一違：間雜→無恒 

二、體別 

人所秉賦的「質』有所不同，故呈現出不同的體性，所以《人物志》繼〈九徵〉之後言

                                                
11 見牟宗三《才性與玄理》頁 49－50 
12 見《三國志．魏書．和洽列傳》（鼎文書局）頁 656 



〈體別〉，以說明每個人材質的殊異性。 

除了中和之質可以達到全材的境界外，一般人均有所偏，非「抗」及「拘」，〈體別〉篇

將偏材的材質歸納十二種，分說明這些偏材的優缺點： 

 

                                        優點    缺點 

 

〈體別〉篇的結論，劉邵提出「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雖訓

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依劉邵的見解，物物稟氣成性，這種天生的質是不可變的，可變

的是人的情慾，此即「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的論調，顯然是法家思想的繼承者。牟宗三先

生認為這種見解「開不出超越領域與成德之學，故順才性觀人，其極為論英雄，而不在論聖

賢。」
13
《人物志》受限於時代的格局，進德之學到了宋朝理學才拓展其領域。 

三、流業 

人的質性天賦既然不一，加上後天習染的差異，自然枝流條別，各有志業。本篇劉邵以

專長作為衡量標準，就人物所具之德、法、術三材而區分為八業；再依著述、授業、口才、

膽識區分為四業，合計十二業，並舉歷史人物為例，說明其在事業表現上的長短： 

                                                
13 同註 8，頁 60 

偏材 

抗者 

拘者 

彊毅之人 矯正 激訐 
雄悍之人 膽烈 多忌 
凌楷之人 楨幹 專固 
弘普之人 覆裕 溷濁 
休動之人 攀躋 疏越 
樸露之人 中誠 不微 

柔順之人 寬容 少決 
懼慎之人 恭謹 多疑 
辨博之人 釋結 流宕 
狷介之人 儉固 拘扃 
沈靜之人 元微 遲緩 
韜譎之人 譎略 依違 



流業 材能 宜任之官位 代表人物 

清節家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 師氏 
延陵 

晏嬰 

法家 建法立制，彊國富人 司寇 
管仲 

商鞅 

術家 思通道化，策謀奇妙 三孤 
范蠡 

張良 

國體 
兼有三材，三材階備，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

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 
三公 

伊尹 

呂望 

器能 
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

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 
冢宰 

子產 

西門豹 

臧否 
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弘恕，

好尚譏訶，分別是非。 
師氏之輔佐 子夏 

伎倆 
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法家之流¡，不能創思

遠圖，而能受一任之官，錯意施巧。 
司空 

張敞 

趙廣漢 

智意 
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

有餘，公正不足。 
冢宰之輔佐 

陳平 

韓安國 

文章 能屬文著述。 國史 
司馬遷 

班固 

儒學 能傳聖人之學，而不能幹事施政。 安民 
毛公 

貫公 

口辨 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 行人 
樂毅 

曹丘生 

驍雄 膽力絕眾，才略過人。 將帥 
白起 

韓信 

 

上述十二種人材都屬「人臣之任也」，劉邵主張君臣異道，君不必代臣職，他說： 

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

(〈流業〉) 

君主必須平淡無為，垂拱於上，虛懷若谷，如大海之納百川，居眾材之上而不以材名，

這種政治理念係延續了墨子、老莊、韓非、呂不韋、淮南王等人的思想： 

    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墨子‧所染篇》） 

帝王之德……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王天下

者，知難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為也。（《莊子．天道篇》） 

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韓非子‧八經篇》） 

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呂氏春秋‧君守篇》） 

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淮南子‧主術篇》） 

只有一流的國君才能達到這種境界，這種君道思想成為曹魏之後政治思想的主流，雖然



稍後的玄學家的見解不見得相同
14
，但《人物志》已在立論上作了「承先啟後」的準備動作。 

四、材理 

人的才性不同，燭理的機能亦有別，彼此在談話或論辯時，必定會發生種種的偏差 

疏失或障礙。觀察分析上述的現象，亦可觀人。〈材理〉篇前段提出「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

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說有三失，難有六構，通有八能」，勾勒出論述的架構。 

1.理有四部 

甲.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 

乙.法制正事，事之理。 

丙.禮教宜適，義之理。 

丁.人情樞機，情之理。 

2.明有四家–由於質性的差異，對於四理的契悟亦有所偏，劉邵將之歸納為四家： 

甲.道理之家：質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 

乙.事理之家：質性警徹，權略機捷，能理煩速。 

丙.義理之家：質性和平，能論禮教，辯其得失。 

丁.情理之家：質性機解，推情原意，能適其變。 

3.情有九偏–四家專精於所通之理，各持已見，在論辯時，當然會有蒙蔽，因而產生了

九偏之情，其得失劉卲將之歸納為九種人：剛略之人、抗厲之人、堅勁之人、辯給之

人、浮沈之人、淺解之人、寬恕之人、溫柔之人、好奇之人，並一一分辨其得失。 

4.流有七似–在論辯場合中，有些人質性不精純，表現出似是而非，裝模作樣；如不細

察，往往受其誤導，這些人劉卲將之歸納出七種人： 

甲.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 

乙.理多端，似若博意者。 

丙.迴說合意，似若讚解者。 

丁.處後持長，從眾所安，似能聽斷者。 

戊.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 

己.慕通口解，似悅而不懌者。 

庚.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跌則掎蹠，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 

5.說有三失–從論辯的技巧上來看，《人物志》歸納出三失：理滯辭勝是一失；不善接論，

說之以雜反是二失；不善喻，百言不明一意是三失。會有這種現象，係導源於九偏之

材。 

6.難有六構–指詰問駁辯時的六種缺失： 

甲.辭構：言辭上的缺失，舍本而理末。 

乙.氣構：意氣之爭缺失，挫對方之銳意。 

丙.怨構：結怨的缺失，因屈而抵其性。 

丁.忿構：埋怨的缺失，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諭。 

戊.妄構：妄言的缺失，激辯未能掌控主題，任其泛濫.  

己.怒構：憤怒的缺失，人情莫不諱不解，諱不解則怒構。 

7.通有八能–解決詰問駁辯時種種缺失的八種技能： 

                                                
14 見林尹《中國學術思想大綱》第四單元〈魏晉南北朝之玄學〉頁 113－140 



聰能聽序，思能造端，明能見機，辭能辯意，捷能攝失，守能待攻，攻能奪守，奪能

易予。 

具有上述八能者，才能通天下之理，通天下之理後方能識人，方能領袖群倫；倘若不

能兼有八能，只具備一方，則各以所適而立其名，則是偏材之人。 

〈材理篇〉從論辯的角度去辨才，反映了時代背景(從清議到清談)，雖然析論瑣碎，但

可窺知當時之論辯風潮。劉邵觀察入微，具體歸納了論辯技巧，提供了後來品藻人物的理論

依據。 

五、材能 

本篇延續第三篇<流業>的理路，分析不同流品的人所適任之事，人的材能有大有小，能 

各有異，因此堪任之事亦隨之而異。授任時必須量力而行，才會有稱職的表現，最後又強調

君道與臣道的差別。 

劉邵在本篇一開始就揭櫫一個重要的概念：人材的運用，只有適宜、不適宜的問題，而 

沒有能夠或不能夠的問題，量能授官順其本性，因材器使，方者入方，圓者入圓，如此才能

各得其所，竭盡所能。 

不同的人材，具備有不同的材能，適任不同的職位，<流業篇>即以專長為衡量的標準， 

區分為十二流業；本篇則又籠統地區分為八種人材，說明他們的材能特徵，適任的職任及其

能展現的政績： 

1. 清節之材，自任之能，在朝也，則冢宰之任；為國，則矯直之政。 

2. 法家之材，立法之能，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公正之政。 

3. 術家之材，計策之能，在朝也，則三孤之佐；為國，則變化之政。 

4. 智意之材，人事之能，在朝也，則冢宰之佐；為國，則諧合之政。 

5. 譴讓之材，行事之能，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督責之政。 

6. 伎倆之材，權奇之能，在朝也，則司空之任；為國，則藝事之政。 

7. 臧否之材，司察之能，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為國，則刻削之政。 

8. 豪傑之材，威猛之能，在朝也，則將帥之任；為國，則嚴厲之政。 

這八種人材均屬偏材，這些人材，劉邵說「皆一味之美，故長於辨一官，而短於為一國」。

國君在量能授官時，除依其專長授予職任外，亦得考量風情民俗及授任的時機，《人物志》 

亦將之歸納為八種授官時的原則： 

1. 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治小則迂。 

2. 辨護之政，宜於治煩；以之治易則無易。 

3. 策術之政，宜於治難；以之治平則無奇。 

4. 矯抗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 

5. 諧合之政，宜於治新；以之治舊則虛。 

6. 公刻之政，宜於糾姦；以之治邊則失眾。 

7. 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 

8. 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 

最後《人物志》區分君臣之能，臣以自任為能，以能言為能，以能行為能，有的具一能，有

的兼二能，甚或三能，但仍屬臣道。君道不論言與行，重在無為，以任眾能，他最重要的三

種材能是能用人、能聽和能賞罰，所以君臣異道。 



六、利害 

本篇沿用<流業>篇的分類，檢討其中的清節家、法家、術家、智意、臧否、伎倆等六種 

人行事的行事風格，並作更進一步的說明。在檢討的過程，對這六家人物在任職前的表現、

一般評價，及任職後的表現和評價作比較，最重要的是比較他們的利弊得失。 

1. 清節家，六家中劉卲唯一評其有利而無弊的一家，稱「其功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 

其為業也，無弊而常顯，故為世之所貴。」清節家必須是「德行高妙，容止可法」，身

教重於言教的君子。劉邵特別推祟清節家，可視為他重視「德行」的一種觀點，有異

於曹魏用人的原則。 

2. 法家，其利弊得失是「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為群枉之所讎。其為業也，有 

敝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終」。所以法家常淪為時代的悲劇人物，商鞅、吳起均是典型

的代表。 

3. 術家，其利弊得失是「其功足以運籌通變，其退也藏於隱微。其為業也，奇而希用， 

故或沉微而不章。」這種人的浮沈要待時機，但其智慧亦懂得自保之道。 

4. 智意之業，其利弊得失是「其功足以讚明計慮，其敝也知進而不退，或離正以自全。 

其為業也，諝而難持，故或先利而後害」。這種人和術家接近，但格局較小，往往戀棧

權位而不得善終。 

5. 臧否之業，其利弊得失是「其功，足以變察是非，其敝也為詆訶之所怨。其為業也， 

峭而不裕，故或先得而後離眾」。這種人品接近清節家，但顯貴之後行事過於嚴苛挑剔，

故容易招怨，導致大家敬而遠之。 

6. 技倆之業，其利弊得失是「其功，足以理煩糾衺；其敝也民勞而下困。其為業也，細 

而不泰，故為治之末也。」這種人缺乏遠見，只重視細節，急功近利，為吏治之才中 

較差者。 

上述六種偏材之人，劉邵應是累積歷史和其個人經驗而作的概括對照，雖未克周延，但

評述堪稱中肯。作評述除清節家稍嫌虛誇外，基本上是可從歷史人物中得到驗證的。 

七、接識 

本篇仍沿<流業>篇的分類體系上，繼續對清節、法制、術謀、器能、智意、伎倆、臧否、 

言語等八種偏材在待人接物時可能發生的缺失作評述，他們往往「能識同體之善，而或失異

量之美」： 

1. 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能識性行之常，而或疑法術之詭。 

2. 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能識較方直之量，而不貴變化之術。 

3. 術謀之人，以思謨為度，能成策略之奇，而不識遵法之良。 

4. 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能識方略之規，而不知制度之原。 

5. 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能識韜諝之權，而不貴法教之常。 

6. 伎倆之人，以邀功為度，能識進趣之功，而不通道德之化。 

7. 臧否之人，以伺察為度，能識訶砭之明，而不畼倜儻之異。 

8. 言語之人，以辨析為度，能識捷給之惠，而不知含章之美。 

上述這些偏材局限在自己的認知範疇，「故同體則親，異體則疏」，具備一種流業的人， 

只能賞識相同質性的人；具備兩種流業的人，就能賞識兩種相同質性的人。依此類推，國體

之人兼具道德、法制、策術等三種材能，就能賞識較多質性的人，他能研判分析每個人的材



能，一一歸類，而且能去讚美每一個偏材的長處；相對的，人君要去分辨該人是否具有兼材，

則需花更多的時間去接識。劉邵說：「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

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 

偏材的人喜歡陳述自己的長處，欲人稱之，對別人的長處則時存疑心。偏材的人在言談 

中識人時常常誤判，劉邵亦歸納了十種情形： 

1. 多陳處直，則以為見美。 

2. 靜聽不言，則以為虛空。 

3. 抗直高談，則以為不遜。 

4. 遜讓不盡，則以為淺陋。 

5. 言稱一善，則以為不博。 

6. 歷發眾奇，則以為多端。 

7. 先意而言，則以為分美。 

8. 因失難之，則以為不喻。 

9. 說以對反，則以為較己。 

10. 博以異雜，則以為無要。 

偏材的人往往容納不了異己，他們「論以同體，然後乃悅」，所以由他們舉材是靠不住的。

所以《人物志》對於人君則強調中庸之材的聖人，其來有自。 

八、英雄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曹操在建安十五年至十九年間
15
所下的求才令，悍然地提出 

「唯才是舉」的選才標準。英雄是亂世中最重要的人才，劉邵在曹魏政權下特立<英雄>專篇

討論，有其時代意義。 

劉邵把英雄拆開來說明，聰明秀出，具備文材者稱為英；膽力過人，具備武略者謂之雄， 

並舉楚漢相爭時的人物張良、韓信為例，暢論英雄： 

張良─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 

韓信─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 

然而這兩位均是「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英可以當相，雄可以當將。亂世的領導者則

必需兼有英材和雄材，方可制勝，劉邵認為劉邦和項羽是屬於兼有英雄材質的人物，但他們

所含的英和雄的成份不同，故有高下之分。他且認為領袖人物英的成份要比雄的成份多，試

觀其對項羽和劉邦所作的比較： 

項羽─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

范增而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 

劉邦─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 

劉邵認為「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項羽的失敗就在於他的英分比不上劉邦，這種立

論可在《史記‧高祖本紀》中，劉邦自述他為何可以取得天下的言辭中得到佐證。 

九、八觀 

這是全書中份量最多的一篇，劉邵提出了識人的八種角度和方法，並作論述，相當周到 

細膩。 

                                                
15 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鼎文書局）頁 32－44 



1.觀其奪救，以明間雜 

「奪」是「惡情奪正」；「救」是「善情救惡」。「間雜」，依<九徵>篇的定義：「一至一

違，無恒之人」。識人的第一方法是觀察惡情奪正與善情救惡，即可明瞭對方是否為沒

有恒心，搖擺不定的人。一旦惡情奪正時，會有三種狀況：慈而不仁的吝奪，仁而不

恤的懼奪，厲而不剛的慾奪。善情救惡亦有三種狀況：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助善

著明，雖疾惡無害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凡出現上述的狀況，間雜之情即可

得知。 

2.觀其感變，以審常度 

「厚貌深情」最能騙人，人心難測，防不勝防；然而面色、動作、言辭，誠於中者形於

外，只要仔細地「觀辭察應」，再老練深沉的人亦很難掩飾得很周全。本方法透過觀察

議論、神色、動作去識人，提出了許多經驗之談，如「妒惑之色，冒昧無常」、「其言

甚懌而精色不從」、「言將發而怒氣送之」、「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等，很值得參考，

此即《周易．繫辭下》所謂的「人心之動，因言以宣。試以人險阻之情，發于言辭者

觀之，蓋人情險阻不同，而所發之辭亦異」。 

3.觀其至質，以知其名 

本方法是觀察一個人所具備的質性，以確知是否名實相符。依劉邵的見解，凡二至以

上的偏材方能產生令名，如休名、烈名、能名、任名等。如該人具有休名，則必須具

「骨直」和「氣清」等二至，以達清節家之領域，這才名實相符。這是循名責實的態

度，是名家思想的落實。 

4.觀其所由，以辨依似 

「觀其所由」是《論語》中的名言，詳察一個人做事的因由，用來分辨<九徵>篇中所

謂的依似之人。 

依似可區分為兩種： 

（1）似是而非者：主要在分辨依似和偏材。偏材是某方面特別凸出，依似卻是貌似而

神違，即劉邵所謂的「志同質違」，他並舉出了很多實例，如：輕諾似烈而寡信、

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訶者似察而事煩……等。 

（2）似非而是者：這種人與「似是而非者」相反，如：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

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情忠等。這些人如不詳察，則往往很容易被

忽略，結果枉失人材。 

劉邵在本觀察法中歸納出「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非天下

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所以「聽言信貌，或失其真；詭情御反，或失其賢」。因此

必須「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

焉廋哉？人焉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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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邵發揚了孔子的識人見解。 

5.觀其愛敬，以知通塞 

本方法則觀一個人的愛、敬多寡消長來研判情感交流上的通塞。劉邵引儒家典籍，強

調敬、愛為人道之極，並與《易經》的「以感為德，以謙為道」，《老子》的「以無為

德，以虛為道」來作對比，他說「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

而道無不通也」。但他認為「愛」不可少於「敬」，因為「敬之為道也，嚴而相離，其

勢難久；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所以可藉愛與敬的多寡消長作為人與人

                                                
16 見《論語．為政篇》 



之間情感交流通塞的指標。 

6.觀其情機，以辨恕惑 

劉邵歸納人的情機有六： 

(1)杼其所欲則喜 (2)不杼其所能則怨 (3)以自伐歷之則惡 (4) 以 謙 損 下 之 則

悅 (5)犯其所乏則婟 (6)以惡犯婟則妒。 

並針對六機作進一步說明，認為此乃人情之常，究其源委，在於人性好勝。君子和小

人在處理六機時態度是不同的： 

君子─君子接物，犯而不校，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 

小人─既不見機，而欲人之順己，以佯愛敬為見異，以偶邀會為輕己，苟犯其機，則

深以為怨。 

所以劉邵說：「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 

7.觀其所短，以知所長 

偏材之人均有所短，用人得掌握「揚長原則」，有短處的人未必有長處，可是有長處的

人「必以短為徵」，如「直之失也訐，剛之失也厲，和之失也愞，介之失也拘。」這些

偏材的人就是憑藉其所短，以凸顯其所長，它們是有連帶關係的，所以用人者必須容

忍其短處，發揮其長處，此乃用任的大學問。 

8.觀其聰明，以知所達 

《人物志》於自序中說「夫聖賢之美，莫美乎聰明；聰明所貴，莫貴於知人。」在本

篇中，劉邵再加強聰明之重要，比喻道「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愈

聰明的人，其所見愈遠愈深。 

劉邵又將聰明分為五個層次：學→材→理→智→道，修為功夫層層上升，只有及「道」

的境界，凡事才能迴轉反覆變通，才算得上聰明。聰明為眾德之主，仁、義、理均待

聰明而行，否則將產生(1)好聲而實不充則恢(2)好辨而理不正則煩(3)好法而思不深則刻

(4)好術而計不足則偽。因此，就「學」而言，明者為師；就「力」而言，智者為雄，

在在需要聰明。聖之為稱，也是「明智之極名」，《人物志》的宗旨可謂躍然紙上。 

十、七繆 

本篇延續前篇識人的八種方法，再談在識人時所可能產生的七種繆誤，行文結構和〈八 

觀〉篇相似，首段先條列出全部要旨，然後再一一分項細述。 

1.察譽有偏頗之繆 

在暸解對象的過程中，很容易受傳聞的聲譽所誤導，產生與事實不符的誤差，這是識

人常見的繆誤，加上「且人察物，亦自有誤；受憎兼之，其情萬原」，所以在獲得情報

之後，必須謹慎地查證或試用，以達到「知人者，以目正耳」。孔子以前就講過「眾好

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
17
孟子也說過「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可

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
18
就是在防止被傳聞的聲譽所誤導。 

2.接物有愛惡之惑 

愛善疾惡是人之常情，但人有時會「疏善善非」，這一點劉邵講得十分精闢：「夫善非

者，雖非猶有所是，以其所是，順己所長，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善人雖

                                                
17 見《論語．衛靈公篇》 
18 見《孟子．梁惠王篇》 



善，猶有所乏，以其所乏，不明己長，以其所長，輕己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

忽忘其善。」這是一般人所無法避免的現象，因而造成了識人上的繆誤。 

3.度心有小大之誤 

「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嗛小」是成大事的必備條件，在「志」和「心」

的表現上，劉邵將之區分為四種人：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大者，豪傑之

雋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愞之人也。但一般人往往不能明察，

「或陋其心小」，「或壯其志大」，而導致判斷錯誤。劉昞注解時即舉劉邦與項羽說明之：

「見沛公燒絕棧道，謂其不能定天下」；「見項羽號稱彊楚，便謂足以匡諸侯」。 

4.品質有早晚之疑 

人因材質的不同，其成就有早、晚。劉邵將之區分為四種類型：早智而速成、晚智而

晚成、少無志而終無所成、少有令材遂為雋器。人之貴不在早智，而貴在晚成；然而

早智易識，而晚成難知，所以容易造成識人上的繆誤。 

5.變類有同體之嫌 

偏材之人「能識同體之善，或失異量之美」
19
，譽同體，毀對反，乃是人之常情。但在

嫉妒心和自私心的作祟下，就會產生劉邵所謂的「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性

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劉邵稱之為「同體之變」。如「直者性奮，好人行直於

人，而不能受人之訐；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而不能納人之徑」，所以常常產生「助

直而毀直，或與明而毀明」的現象。 

6.論材有申壓之詭 

人的成功與否，除了資質和努力外，也和他所處的客觀形勢有著密切的關係。除了上

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是故達有勞謙之稱，窮有著明之節」外，一般的中下之材，

情勢比人強，處於順境，有人照顧提拔，容易揚名立萬；處於逆境，再努力也難出頭，

飽受打壓。所以劉邵認為「世有侈儉，名由進退」，觀察人不可以成敗論英雄，除了要

看他本身的材能外，亦要觀其所處的客觀環境。 

7.觀奇有二尤之失 

二尤(尤妙和尤虛)，一則「含精於內，外無飾姿」；一則「碩言瑰姿，內實乖反」，往

往不可以常理測度，因此容易造上判斷上的失誤，只有伯樂才能識千里馬。識人的層

次隨聰明才智的高低而有深淺之分，所以「眾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而不能知第目

之度；輩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不能識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不

能究入室之奧也。」一般人的材性已夠難明瞭了，特殊人物的材性更是複雜幽微，令

人難以揣測，劉邵以「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作為<七繆>篇的終結。 

十一、效難 

第一篇到第十篇劉邵談識人的方法與技巧，立了許多名目，似有一套理論體系；然在 

識人上有其先天上的困難，在首篇劉邵一開始就說「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

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知人甚難，這千古共嘆。本篇則專就知人之難而分成

「難知之難」和「有知之而無由得效之難」進行剖析。 

知人有其先天上的限制，因為「人物精微」，而一般人無法達到「神而明」的境界，而僅 

能憑有限的才華歷觀眾材，或「相其形容」或「侯其動作」……等，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19 見《人物志．接識篇》 



人人各行其是，雜而無紀，欲成功地識人當然有其困難。劉邵就指出，如僅就外表膚淺地去

辨識，就很容易造成錯判。表象既不可靠，劉邵又提出觀其一生的動態：居視其所安，達視

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為，貧視其所取。經過上述五項居止的查證後，應可確知其

材質了；可惜材質並非永遠不變，因為「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游處：或志趣變易，隨物而

化；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人性如此善變，以有

限的能耐要去追逐變化無窮的實體，當然有其先天上的約束。即使能夠識人，在引薦時亦未

能如願，劉邵列舉了七種狀況： 

1. 所識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 

2. 未拔而先沒 

3. 曲高和寡，唱不見讚 

4. 身卑力微，言不見亮 

5. 器非時好，不見信貴 

6. 不在其位，無由得拔 

7. 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 

所以劉邵感道「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因此任何良材之被推薦任用，除要有千里

馬之材，又要有伯樂之屬；此外，還需要有客觀的情勢的配合。這種「無由得效」和「難知

之難」相乘起來，選賢舉能真是「萬不一遇」。 

十二、釋爭 

《人物志》在細論人情的複雜幽微以後，以<釋爭>終篇，深入討論人與人相處之間， 

爭與讓之損益禍福的問題。好強爭勝，表面上看來是益與福，然本篇首段即以爭勝和謙讓來

區分小人和君子，爭勝者往往毀了自己。劉邵說：「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自毀也；竝辭競說

者，為貸手以自毆」，這是得不償失的，究其原因，乃由於「內恕不足，外望不已」，小不忍

而亂大謀。劉邵舉了許多歷史人物引以為鑑，如陳餘、彭寵均是典型的人物。謙虛忍讓，表

面上看來是損與禍，事實上郤是益與福；但得注意的是，謙虛與忍讓並非一種消極避世的態

度，「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知卑讓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這正是

《老子》中所說的「反者道之動」
20
和《周易．繫辭》上所說的「尺蠖之屈，以求伸之；龍蛇

之蟄，以存身也」的翻版，這是早就深入中國民間的極高明處世常識，謙讓乃是君子求勝之

道。 

《人物志》再依爭勝與謙讓區分三等人： 

上等人：功大而不伐，急己寬人。 

中等人：有功而伐之，急己急人。 

下等人：本無功而自矜，緩己急人。 

 然而，劉邵提出了君子的最高境界，他引用《老子》的「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來作詮釋。這種「不伐之伐，不爭之爭」是屬於「聰明平淡」者的層次，也惟有這種界，方

能「總達眾材」。 

參、立論探原 

                                                
20 見《老子》第四十章 



一、時代背景 

 劉邵的《人物志》雖然是一部知人、序材的人才學者作，但該著作已脫離漢末「人物品

鑒」的清議模式，而企圖建立識人的一部總理則。林景伊先生說：「魏武帝殘忍狠戾，刑政峻

烈；魏明帝專尚法術，禁止浮華。才能之士，非但不敢論議朝政，且不願評判當時人物。故

捨近取遠，免怨恨之相連，避實就虛，遂成分析人才之理論；由對具體人物之評論，一變而

為抽象才性之分析，此清議所以流於清談也。」
21
《人物志》的立論，首先提出「情性」為人

的根本，延著這個理念去詮釋人才之差別性，並區分如何依不同的情性去安排不同的位階，

且以「情性」之良窳作為品第人物的主要依據。 

中國思想界很早就注重「天人之際」、「性與天道」的探討，「性與天道」本體論問題之所

以背備受重視，因為它是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據，亦是封建時代考察用人的理論依據。先

秦儒家典藉早已提出人的根源在天，人的人格生命、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性稟賦皆受之於天。《詩

經．大雅．蕩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呂氏春秋．去私》亦云：

「天無私覆也，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天就

是一個自然的存在，亦是一個「至善」的內涵，因此，人道(人之所以為人)是源自於天。人

與天之間的中介是人內在的「人性」。〈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孟子．盡心篇》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這就是說，天、天命、天道是一個道德境界本體，它既有

自然性，又具有「至善」性，它是人道的本源。 

儒家從人的角度看問題，著重於社會秩序；道家則從大宇宙看人生，從歷史的縱深談人

生，提出了以道為天地萬物根本的本體論。《莊子》說：「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

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先天先地。」
22
道家

認為「道」為宇宙的本體，人物得「道」而生者為「德」，「德」之表現為形體者是「性」。人

的本性就是「任其性命之情」，換言之，在道家看來，稟受於宇宙本體之道而來的人物性命本

體，也必然是一個性、情等多種「天性」和諧共存的人格生命本體。這種生命的境界是「安

時而處順」、「任其性命之情」，它「不以物易其性」，乃是一片「天和」和「天樂」，接近審美

境界。 

前述儒家和道家對於「天」和「性」的探討，尚留有一條天人相通之路，但到了荀子則

把天人的界線劃清了，變成了天人對立，變成了制天命而用之了，並提出「性惡」論：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

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

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冶。用此觀之，則人之

性惡明矣。
23
 

荀子強調人為，並以改造自然的「性惡說」與孟子追求先驗的「性善論」鮮明對立，不

但沖淡了儒家和道家對於「天」和「道」的神秘色彩；同時盡量吸取其他各家冷靜理智的態

度，並重視實際經驗的歷史因素，不但奠定了其後法家思想的根基，並為後來的儒家思想拓

展了空間，延伸其發展趨勢。秦、漢以後，有關「性」與「天道」的探討與運用，則往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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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見《莊子》大宗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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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在上述的思維領域中，因應不同的時代背景，或分或合，各取所需以迎合其時代需求。 

 漢武帝在制定文化政策時，接受了董仲舒的意見，提倡儒學，罷黜百家。董仲舒結合陰

陽五行的思想，將儒學改造為神學，將封建秩序描述為永恒不變的東西，其理論體系主要展

現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 

 在董仲舒的著作中，天是最高的神，即上帝。他說「天者，百神之大君也
24
」。天是萬物

之祖，也是人的創造者。天不僅創造了人，而且萬物也是天有目的的安排。董仲舒說：「天地

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客服
25
」。天被描繪為有意志的、

有威權的，自然界的規律亦被曲解為是天的安排，天的神格是「天高其任而下其施，藏其形，

而見其光；見其光，所以為明」。
26
天掌控著宇宙間的運作，當然包括人的生死禍福，人必須

順從天意，敬畏天意，否則將會遭致嚴厲的懲罰。 

 接著，董仲舒宣稱天子是天在人間的代表，他說：「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天

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

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
27
就這樣董仲舒建立了一套「君受神權」論，認為被統治者

服從於封建統治者是天經地義的事，同時也是間接地服從了天的意志。 

 此外，董仲舒又建立了一套「天人感應論」來約束天子的作為。他說「國家將有失道之

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28
這

是陰陽家思想的延伸，目的是希望天子能好好去實踐天道。很可惜，董仲舒成就了漢朝封建

政權的學術理論，卻約束不了帝王的行徑。 

 東漢中葉以後，隨著漢代社會政治的日趨腐敗，董仲舒所建立的那套思想體系受到了來

自哲學思想和現實生活的雙重挑戰。如前所述，董仲舒的思想體系是雜糅儒學和陰陽五行等

思想，將天加以意志化，以作為人的心性本源，並將其美化。董仲舒說：「天之為人性命，能

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今善善惡惡，好榮憎惡，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
29
他雖然不排拆天的陰陽之氣與人的陰陽之性的形下依據關係；但他更主張天的「至善」之性

是屬於上品聖人純正德性的形上依據。然而漢末歷朝君主的昏庸、腐朽，無疑的給董仲舒這

套官方哲學的人格本體論予以嚴重的打擊，粉碎了人們心中那個「至善」天性，純正德性的

聖人也幻滅了，導致王充、徐幹、趙壹等人起來批判，對董仲舒以來漢代的官方思想體系進

行了無情而徹底的解構。 

 漢末官方思想體系的解構，造成士人精神家園的失落，同時也使封建政府在用人的標準

和考察人的方法產生了混亂。徐幹《中論．智行篇》提出當人「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

二者不可兼得」時，則應先重才智明哲的主張。曹操多次發佈「求賢令」，宣示不問德性，「唯

才是舉」，而荀彧 、郭嘉則積極推展曹操的用人標準和政策。但曹丕、盧毓、李豐等人則主

張「先舉性行而後言才。」
30
《世說新語．文學》篇「鍾會撰《四本論》」條，劉孝標注引《魏

志》說：「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 

                                                
24 見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義》 
25 見《春秋繁露．服制像》 
26 見《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27 見《春秋繁露．順命》 
28 見《漢書．董仲舒傳》（洪氏出版社）頁 2498 
29 見《春秋繁露．竹林》 
30 見《三國誌．文帝紀》（鼎文書局）頁 83 



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
31
曹、魏時期就籠罩在熱烈

討論「才性四本」的議題中。要使士人重新找回自己的心靈歸依，使國家的取才有章可循。

當時思想界的當務之急和根本任務就是要去重建人格生命的本體，換言之，就是要重建「性

與天道」、「天人之際」的天人學說系統，而出現在曹魏正始之前的《人物志》正是在這個思

想背景下產生的。 

二、《人物志》的立論基礎 

《人物志．九徵第一》說：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

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 

本段具體地勾勒出《人物志》立論的綱要，其論人材之效用，歸本於人性的差別，認為性有

不同，故材有所宜。然對於人性的探討，劉邵有鑑於漢末「天道」本體論的崩潰，乃沿漢末

王充等人的「氣化宇宙論」來重新詮釋人的情性。他說「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

這裡的「元一」，近代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如大陸學者高華平先生在其博士論文中論述道： 

從劉邵的《人物志》全書看，還是從此前中國哲學的發展史看，「元一」即是道，是一個 

具有「有」、「無」雙重性的相當於道家之「道」哲學境界本體的範疇。
32
 

高先生並引述了《易傳》、《春秋繁露》、《老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莊子》等作

品說明「道」的境界。牟宗三先生卻持著不同的見解，他在〈《人物志》之系統的解析〉一文

中說： 

「含元一以為質」，即以「元一」為一「普遍的質素底子。此「元一」非後來朱子所謂「太

極」。蓋朱子言大極是理，而此「元一」則當是氣、是質。有類於易緯乾鑿度所謂太初、

太素者。氣化流行，宋儒通過中庸與易傳，就所以氣化流行處，於氣、質已外，復提煉

出一個創造性原理，此即道或理，亦曰太極。故太極是理。而《人物志》所說之「元一」，

則未經此提煉，故此「元一」是氣是質，而非是理。
33
 

牟先生還強調，漢末的「氣化宇宙論」要等到王弼出來，始扭轉而為「無」的本體論。

牟先聲所論證，較切合《人物志》的意旨。 

劉邵立論係從人的材質去言才性，只有「元一」尚不足以區分才性，所以才性之立，必資

助於陰陽，以見其或剛或柔，為文或質，為拘或抗，才可凸顯才性之多元化。所秉持之氣成

分有所不同，即所謂的「稟陰陽以立性」，進而「體五行而著形」。五行是金、木、水、火、

土。劉邵沿用漢朝流行的陰陽五行術語去建立人因秉持不同的質(元一)而所展現出不同才性

的一套理論，連貫質(元一)、性(陰陽)、形(五行)的立論來探索，而人之情性乃可得而明。所

以質、性、形均屬材質的領域。如果依高華平先生的立論，視「元一」為「道」，為形而上的

範疇，則如何落實多采多姿的情性，是很難自圓其說，當他說：「中和之質」是元一的屬性，

它的確切的名稱應是「德」，……最高的「德」為「中和之德」
34
，這是自相矛盾的。「中和之

質」是所持的氣(質)為最優秀時的一種境界，稱為「中庸」之材，凡偏有一質一常一德者，

稱為「偏至」之材，等而下之則為「間雜無恒」之材，人材之取用，則歸本於人性之差別，

劉邵在〈九徵篇〉中已作十分明確的表達。 

                                                
31 見楊勇《世說新語校牋》頁 149－150 
32 見高華平《魏晉玄學人格美研究》頁 39 
33 同註 8，頁 49 
34 同註 29，頁 41 



「元一」辨明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劉邵從材質這個角度切入來立論，足以說明人材的差

別性或特殊性，而且這種差別性或特殊性是天賦的(以所承受的陰陽之氣而定)。針對《人物

志》的立論特質，牟宗三先生將它和宋明理學作比較： 

故順《人物志》之品鑒才性，開出一美學境界，下轉而為風流清談之藝術境界的生活情

調，遂使魏晉人一方多有高貴的飄逸之氣，一方美學境界中的貴賤雅俗之價值觀念亦成

為評判人物之標準，而落在現實上，其門第階級觀念亦很強。……宋明儒順孟子一路講

義理之性，建立人之道德主體性，遂一方足以建立真正的普遍人性之尊嚴，一方以義理

之性昌氣質之性而言變化氣質，使德性人格之向上無限發展為可能，亦使生命上天定而

不可變的材性成為相對可變的材性。此皆是宋明儒所表現的精神上的基本原理與《人物

志》系統所表現的精神上的基本原理與相翻者，亦即藝術性的「才性主體」與「道德性

主體」之不同。
35
 

如果從儒學的觀點看牟先生所作的評比，《人物志》的器度當然比不上宋明理學，這是毋

庸置疑的；但是思想的傳遞和進展，總是後出轉精，對不同的時代取同一標準作評比，顯然

是欠公允的。《人物志》的寫作背景是以論說人物為重心，是處於「然彷徨顧忌，捨近而取遠；

委曲自全，避實而就虛；此其所以由清議而流於清談也。」
36
之際，劉邵集當世識鑒之術，分

別才性而詳其所宜，驗之行為以正其名目，歸納出一套體系，不管在知人或序材上自有其貢

獻，而且如牟先生所述，也為品鑒人物上開出了一美學境界，為魏晉的學術肩負起承先轉後

的任務。 

《人物志》所構的理論體系，是將每一個人視為獨立的創造品，它有其生動活潑的表現形

態或姿態，然後再依這個表現的形態或姿態而品鑒其源委，這是《人物志》最主要的內容。

徐復觀先生說： 

其(《人物志》)關鍵之點，則在於通過可見之形，可見之才，以發現內在而不可見之性，

即是要發現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要從一個人的根源─本質之地，判斷出一個人的善惡。
37
 

牟宗三先生亦解析道： 

《人物志》是關於人的才性或體別、性格或風格的論述。這種論述，雖有其一定的詞語，

因而成為一系統的論述，然而卻是一種品鑒的系統。……品鑒的論述，我們可以叫寫「美

學的判斷」，或「欣趣判斷」。
38
 

劉邵雖然從「元一」、「陰陽」、「德」等方向提出傳統的理論術語建立其體系，但更重要

的是往往以道家特有的審美態度來描述其所論述的本體或人物，如： 

《易》以感為德，以謙為道；老子以無德，以虛為道。道也者，回覆變通，是故別而論

之。 

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九徵〉）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故鹹而不鹻，淡而不酉貴，質而不縵，文而不繢。(〈體別〉) 

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好。（〈流業〉） 

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眾材。（〈流業〉） 

                                                
35 同註 8，頁 50 
36 同註 11，頁 118 
37 見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頁 132 
38 同註 8，頁 44 
 



可見《人物志》的體系既非物質實體，亦非精神實體，而是一個和諧的審美境界。在〈體

別〉篇中，劉邵把人物的個性分為彊毅、柔順、雄悍、懼慎、凌楷、辯博、弘普、狷介、體

動、沈靜、樸露、韜譎等十二種，描述分析它們各自的特徵、長處和缺點，如「彊毅之人，

狠剛不和，不戒其彊之搪突。……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盡為愚，貴

其虛，是故可與譖善，難與矯違。」在〈流業〉篇中，劉邵又把人物的才能分為清節、法家、

術家、國體、器能、臧否、伎倆、知意、文章、儒學、口辯、雄傑十二類，亦描述了他們各

自不同的特點，指出他們所適任的官職，列舉歷史人物為證。所有這些雖是為了政治上的用

人而品鑒；但同時又明顯地包含了對「性情之理」、「人情機樞」的認識，表現了魏晉時期對

人物的個性特徵、智慧才能的準確把握，其所進行的全面分析和細緻處，已不再像儒家思想，

只一味地側重於人物的道德品質了。 

《人物志》展現美學判斷最深刻之處就是立身之道和聖人之德。有關立身之道的立論如： 

君子知屈之可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知卑讓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 

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為利銳，以自修為棚櫓，靜則閑嘿泯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

是以戰勝而爭不形，敵服而怨不構。 

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是以越俗乘高，

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等？大無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 

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讓敵者，勝之也。下眾者，上之也。(〈釋爭〉) 

劉邵的《人物志》本為鑑人序材之書，這套「卑弱自持」的立身處世之道似與主題無干，

可見劉邵對於老子之學說深為契賞，得其共鳴。他告訴我們要如何才能達到至純至美的人格

境界的步驟、方法和途徑。這種步驟、途徑就是「征神見貌」、「窮理盡性」，最後「思心元微，

能通自然」，即「思及於道」，這種方法就是道家的「無為」，是老子的「夫惟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所以《人物志》以〈釋爭〉一篇作結，他說： 

君子誠能睹爭途之各險，獨乘高於元路，則光輝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 

至於聖人之德的立論如下： 

「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其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九徵〉)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鹹而不鹻，淡而不酉貴，質而不縵，文而不繢，能威能懷，能

辯能訥，變化無益，以達為節。(〈體別〉) 

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好，則一材處權，而眾材失任矣。 

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也。(〈流業〉) 

聖德中庸，平淡無名，不偏不倚，無適無莫，故能與萬物相應，明照一切，不與一材同

好，故眾材不失任(無名)。平淡而總達眾材，故不事自任(無為)。 

被孔子視為最高美德的「中庸」，所強調的是人的思想情感和言論舉止，必須符合儒家的

道德規範，力求無過與不及。但劉邵卻以老子思想去作詮釋，以符合其立論領導人物的需求，

由此可以窺見劉邵受道家思想影響。道家思想在其政治思想中佔著很重的份量，這是時代的

趨勢，亦是當時土人對於國君領導風格的一種期許。所以魏晉玄學由名理派而步上玄論派，

這是一種必然的潮流，失意的政治人物從道家的思想中尋求慰藉；得意的政治人物則從道家

的思想中去為當時的政權辯護，前者還發展為曠達派，為魏晉的玄學增添不少浪漫色彩。 

肆、結語 



《人物志》是一部人倫鑒識的總理則，它的評析，為我們分辨出各種才質的特性，並尋出

所適行之事，以使人人各守其分，各行其是。它繼承了漢末王充等人的反傳統思想，從人的

材質切入去建立一套適合封建體制所需的用人準則，雖然有人從不同的角度作評述，並批判

它的局限性，如牟宗三先生說：「《人物志》順才性之品鑒，對於英雄有恰當相應之理解，對

於聖人無恰當相應之理解。」「《人物志》雖順才性一路論英雄，然既開不出超越領域，照察

不出生命之非理性，故只見英雄之可欣賞，而不知英雄之禍害。宋儒能立成德之學，故能識

英雄之病，推尊聖人，以德為本。」牟先生所言雖是屬實，但不可忽略哲學思想有其進展性。

《人物志》呈現了魏晉玄學建構新的哲學本體論，乃至整個玄學發展的方向。在魏晉玄學的

發展中，鍾會作《才性四本論》，傅嘏、李豐、王廣論才性合、同、離、異，嵇康與呂安論明

膽；一直到東晉時期，支道林、殷浩仍談才性，王脩、僧意仍論聖人是否有情。魏晉之際袁

準〈才性論〉說：「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

濁氣之所施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然則性言其其質，才名其用明矣。」袁準以

質用論才性，即是《人物志》以稟質立性、以中睿外明論才性關係的繼承。在魏晉玄學各個

發展時期，玄學家們均努力地建構自己的玄學本體論，從何晏、王弼、阮籍、稽康，到裴頠、

郭象、孫綽、張湛等人，這些玄學家建構的從人格生命到天地萬物的本體，雖然其明稱不一，

有「無」、「有」、「玄」、「道」、「元」等等，然究其實，他們有一共同的目標或特質，那就是

一個審美境界的玄學本體。如前所述，《人物志》之品鑒才性是美的品鑒與具體智悟的混融，

它既能開出美的境界與智的境界，而其本身即是美趣與智悟的表現。所以劉邵的《人物志》

除了在政治上為用人識才提供了一個準則外，它在魏晉玄學或美學的發展史亦扮演著先啟後

的角色，在探討魏晉學和美學的進展時，是一本不可忽略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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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n Wuh Iyh》 wrote by Liou Shaw is an essay that summarize figure’s criticism after the late 
Han Dynasty. It had built a system of engaging officers for the Wei Dynasty. This paper contains 
four unites: the first unit is a preface to explain the writing background of the 《Ren Wuh Iyh》, the 
second unit draw the outline of every chapter on the 《Ren Wuh Iyh》, the third unit studies the 
theory of the 《Ren Wuh Iyh》, the former di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 theory, the latter 
criticizes Liou Shaw’s point at issue, the fourth unit is the conclusion. Liou Shaw had built the 
principle of engaging officers for leader from the capability of a person. Professor Mou Tzong-San 
pointed out, Liou Shaw’s point at issue had not reached the domain of sages and virtuous men, he 
was inclined toward the hero, it was limited by the circumstance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the 
current trend. But Liou Shaw criticized the capability of a person both by the esthetics and intellect, 
so the 《Ren Wuh Iyh》 not only had the political function, but also played the role of inheritance 
on the esthetic’s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ix Dynasty. It has its historical role. 
 
Key words : Liou Shaw, Ren Wuh Iyh, figure’s criticism, the domain of sages and virtuous men, 
hero. 


